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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共同体？小共同体？——评秦晖讲座“从大共同体本位走向市民社会”（林国荣） 

(2005-11-17 20:32:58)

作者：林国荣     

  更为根本的是：西方语境中的法律及法治传统的形成全赖一个超越价值维度的存在。正如爱德华。考文所言：“美

国人对其宪法的尊崇经常到了偶象崇拜的地步，这可以根据许多不同的理由予以解释。……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将

此归于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它，是不完美的人最为完美地复制了布莱克斯通所至

尊为‘区分善恶的、永恒不变的法’，这种法连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有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而且只要这种法

有必要来指导人类行为，那么造物主就使人类理性能够发现它。几乎从宪法提交制宪会议讨论的那一天，这种信念就

对美国宪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对具有普遍性担当、不沾染俗世偏见的超越价值的信奉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

想，尤其是法律思想的一条轴线。苏格拉底对于每一事物都提出“……是什么”的问题，究其一生都在追问正义“是

什么”直至为此付出生命，柏拉图更是对“理念”的天国坚信不疑，对于城邦中的希腊人来说，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

典，抑或其它的城邦，城邦是全部生活的中心。柏拉图也许会认为，对他的保护人的幸福不能撇开国家的利益来考

虑，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效劳。但柏拉图显然也认为：一个有修养的哲学家真正想做的事情是独自到理念天

国中去放牧，若要使他担起国家的任务，就相当于要求他回到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的山洞中去一样。虽然出于对于城

邦培养的报答之心，这并没什么不可，但哲学活动本身则仅仅是只关注哲学，是纯粹的一种爱智行为。Strauss对此

写道：“……事物的正则现在已不再为权威所佑护，它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追问的对象。原始的善与祖法伦理的同一为

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区分所取代；对第一事物或正则的追问即是对善的追问，这种善迥异于祖法伦理。它将最终成为对

基于自然的善的追问而与仅仅基于习俗的善判然有别。”在此，自然与习俗以对抗的格式出现，习俗是城邦世俗生活

伦理准则的习惯性衍生物，而自然则超越城邦，代表一种超越价值的普遍性诉求。继之而起的斯多亚派同样对自然理

则即Logos的存在坚信不移。西塞罗阐述其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是：“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理性”，这一陈述

正式从学理上开启了西方传承至今仍生生不息的自然法传统，自然法高于实证法，实证法不得违背自然法。以阿奎那

为代表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更加确定了神法、永恒法及自然法对于人为法的优先地位，它在制度层面体现为：教权与

王权的对抗以及教会法对于世俗法所具有的先在权和指导地位。教权与王权之间所发生的关于“两把剑”的持续了数

个世纪之久的冲突，人们只是作为关于过去的历史事件重新提起。在近现代，这些已发生过的情形所提示的原则也适

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冲突，不同之处在于：教士是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的教规作辩护，而今天的个人则转而为自己

的良心辩护。事实上，当教士们面对王权为教规辩护时，往往出现的情况是：良心可能被当作上帝在内心的呼声，而

求助于外部的教义会使这种呼声增强。上帝退隐之后，良心更多地涵有主观的成分，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解释。当个

人主义的时代到来时，它就成为对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确定性看法。以此为基础，自然法也从中世纪走入近现代，经

历了一个由对上帝创造的理性秩序的遵从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确认的平行发展过程。这对西方的宪政传统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伯尔曼这样写道：“从12到16世纪，教会法院与王室法院抗争之根由在于限制各方的司法管辖权，教皇和

国王均未完全赢得任何臣民的完全效忠。贝克特（坎特伯雷大主教）是为这样一个原则而死的，即王室的司法管辖权

不能不受限制，而且世俗权威不能自行决定其应有的界限。三个半世纪以来，欧洲各地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前往坎伯

雷，纪念这个人物的坚贞，赞成他抵抗王权的信念。”从贝克特主教所为之献身的事业中体现出这样一种传承至今的

信念：如果国家确立的法律界线与一种更高级的法律相冲突，那么，就有一种去违抗它们的权利和义务。这一信念，

如上文所述，乃是西方宪政传统的根之所系。 

    降至近代，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理论家则设定了一个原初的自然状态，作为自然法理论体系演绎的基

点，以此推定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利的不可侵夺性，成为现代个人主义宪政思想的根基。这种超越国家之上的价

值诉求使得世俗政治体无法成为法律的价值基础，并催生了人们对之的不信任态度。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的舍身赴

义、在中世纪有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到近代则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展开了针对王权的社会性抗争运动，如宪章运动

等等。总之，以超越价值为根基的法律至高无上，而国家即使强大如霍布斯的“利维坦”，也只具有工具性的意涵，



它不能损及而只能服务于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有趣的是，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Strauss语）的国家，自然法传统被消解，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命令

顺理成章地成为法律的最高源泉，希特勒恰好在这个国家施行自己的纳粹统治。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

中对二者之间必然性关联作了有力论证。的确，国家及其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一旦取代自然法传统的超越价值成为法

律的最高源泉，个体将无法对抗法律名义出现的暴政。Strauss从苏格拉底的追问中看出了超越价值的诞生，而海德

格尔却从中看出了对”存在“的遗忘和遮蔽。现在，在重新反思Carl  Schmitt（此人被称为纳粹的皇冠法学家）的

法律思想时，更加确证了上述观念，即：自然法的消解中会使国家成为目的，而法律沦为工具。中国清末新政以来的

法律建构史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所谓的法律、宪政只是救亡的一种手段和策略。 

   五四运动中，在国家主义之下沦为工具的不仅仅是法律，值得提及的至少还有民主这一超越价值本身。在救国心

态驱使下，人们对民主也反客为主，作了国家主义的偏解。在这一解读中，关键之外并非象青年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

的那样，国人接纳了卢梭式的人民民主观，而忽略了洛克式自由民主观。事实上，对卢梭“公意”理论的解读存在二

条不同的发展路向。一条确如刘军宁认为的那样，侧重作为人民集合之抽象总体的权力，而不是作为每一个具体个人

的人民的权利。另一条则是由卢梭至康德，经由康德降至当代罗尔斯的思想路向。如果说在卢梭“公意”中确有某种

实质性诉求的话，（比如他宣称：如果某某人不自由，那么我们将迫使他自由，主权即是公意的运用等等）那么在康

德，形式的伦理原则无疑将这种实质性的模糊存在取消，而成为道德律令的纯粹载体。罗尔斯将康德的伦理原则由道

德领域化入政治领域，至此，导源于卢梭的“公意”与交叉共识和公共理性取得了自然的和解和融构。事实上，即使

在卢梭那里，“公意”的产生过程如下：“如果当人们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

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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